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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介绍了智利中国新移民基本情况，探讨了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

济的形成过程，并对其规模、特征及贡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

纪以后，智利的中国新移民数量不断增长，并在该国首都圣地亚哥创建了一种新型聚居区族裔经济，

它是中国商品走向全球、中智经贸关系不断发展的产物。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集中在圣地亚哥中央

火车站一带，以批发零售中国制造商品为主，并通过这一面向主流市场的外向型经济活动，逐渐带动

面向族裔消费市场的内向型经济活动的发展。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不仅为中国新移民提供了一条创

业致富的路径，也为移居国社会做出了多种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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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thnic enclave economy in Santiago’s Chinatown, 

formed by new Chinese immigrant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Drawing on fieldwork, surveys, and interviews, 

it analyzes the enclave’s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ibutions. Concentrated around Santiago’s 

central railway station, this economy is driven by 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of Chinese goods. Initially 

oriented toward mainstream markets, it gradually fostered inward-facing businesses targeting ethnic 

consumer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is enclave economy reflects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commerce and 

the deepening of Sino-Chilean economic relations, offering insights into new types of ethnic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South.

族裔经济是国际移民社会的一个常见现象，也是国际移民研究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聚居区

族裔经济是族裔经济的一种特殊类型，是一个含义相对狭窄的概念，需同时具备族裔文化和族裔聚

居区两个要素。［1］因此，并非每个族群的族裔经济都是聚居区族裔经济。［2］波特斯等最先提出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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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族裔经济理论，并强调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数量可观的商人群体；第

二，充足的经济资本；第三，稳定的劳动力来源。［3］一般来说，聚居区族裔经济具有以下特征：族

群自雇率较高；商业和产业多样化水平较高；服务对象主要是跨阶级的同族成员，但也向其他族裔

成员开放；高度聚集性与空间可识别性；一定的组织完备性。［4］

以往关于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代表的传统国际移民目

的地，如迈阿密的古巴社区、纽约的唐人街、洛杉矶的韩国城等。［5］近年来，亚洲、非洲和中东

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成为新兴国际移民目的地，关于这些国家的聚居区族裔经济研究也在日渐增

加。［6］主要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北京的“韩国城”、约翰内斯堡的“唐人街”、迪拜的“龙城”。［7］

相比之下，国内外学界关于拉丁美洲的聚居区族裔经济研究还不多见。拉美地区在中国不断强化的

跨国贸易网络中占据战略要地，中国新移民已在不少拉美国家发展出较为成熟的聚居区族裔经济，

智利即是其中之一。本文以 2022 年 2 月至 8 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智利

唐人街的中国新移民经济进行分析探讨，试图为聚居区族裔经济研究提供新的实证案例，并增添一

个南南视角。与此同时，本文也是对拉美华侨华人研究的代表性案例补充，希望有助于加深学界对

拉美中国新移民的认识。

一、智利中国新移民基本情况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中国人移民智利的历史可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但中国移民成规模地出现在

该国则是硝石战争（1879-1883）以后的事情。战争结束后，一些原来生活在秘鲁的契约华工来到智

利北部矿区发展。［8］硝石繁荣时期，智利中国移民数量曾达近两千人。［9］总体而言，直至改革开放

前，智利华侨华人数量一直不多。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大批中国新移民抵达智利。目前，智利

约有 3 万名华侨华人。根据智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智利的中国移民超六成集中在首都圣地亚哥，约

一成旅居北部大区塔拉帕科，其余则分散在智利各大中小城市。［10］有鉴于此，本文将田野调查点选

在圣地亚哥，重点关注智利“唐人街”。

本次调查问卷为电子问卷，通过智利华侨华人微信群、微信朋友圈、智利华人公众号发放，共

收回有效答卷 355 份，受访者均来自改革开放后抵达智利的新移民，在整个侨社的抽样率约为 1%，

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各个阶层的华侨华人群体。访谈则以受访者愿意接受访谈为原则，以智利的

中国新移民商人为主要调查对象，共展开了 39 次半结构化访谈，单次访谈时长 30 至 90 分钟不等。

根据田野调查所收获的问卷和访谈数据，智利中国新移民基本情况如下。

（一）发展阶段
中国新移民进入智利，根据其特点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

纪初。这批新移民主要是广东人，往往身无分文，借助家乡移民网络来到智利。他们起初在亲友经

营的中餐馆打工，有了一定的积蓄和从业经验后，独立出来开店，并把家人接来智利共同经营。第

二阶段为 2005 年中智两国签订《中智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自贸协定》）后，一些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来到智利投资，由此带来了一批外派员工，其中一部分人在合同结束后选择留在智利发

展。这类新移民来源地多样，且文化水平较高。第三阶段为 2009 年欧债危机发生后，大量原先

旅居西班牙、葡萄牙、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华商选择再移民智利，以寻求新的商机。这些旅欧

华商成为智利华人贸易业的先头兵，他们充分利用家乡的制造业优势，打开了中国制造以民间贸

易形式进入智利的大门，如浙商通过批发零售义乌小商品起步，苏商则以售卖南通制造的纺织品

为主。第四阶段为近十年的移民潮，其中既包括第三阶段新移民在国内的亲友，也包括近些年由

于经济危机从其他拉美国家转道而来的新移民，如从委内瑞拉来的恩平籍新移民，从阿根廷来的

福清籍新移民。对于同样拥有经济资本的他们而言，利润更高的贸易业往往是其移民智利后的优

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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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与学界通常将新移民定义为改革开放后出去的移民的做法不同，智利侨界习惯

将 2000 年以前抵达的移民称为“老侨”，2000 年以后抵达的则称为“新侨”。［11］“老侨”大多来自广

东农村地区，改革开放后宽松的出国政策给予他们出国打工脱贫的可能性，之所以选择智利，是因

为他们已有亲友在该国生活，这一亲友网络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利用的资源。“新

侨”则主要来自浙江、福建和江苏等其他省份，他们通常已有一定经济基础，移民智利的目的是创

业致富，主要的创业方向是贸易业，而贸易业的致富可能性则与《自贸协定》的签订以及中智产业

结构的互补密不可分。

本文所研究的智利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主要与“新侨”有关。2009 年后，大量旅欧华商（主

要是浙商）的到来使得形成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三个前提条件得到满足。首先，从商经验方面，由于

旅欧华商原先大多从事以华人商城为代表的贸易行业，他们到了智利后往往选择以开百货店的形式

继续从事这一行业，批发或零售中国制造商品。其次，经济资本方面，旅欧华商在智利并非白手起

家，他们携带了大量的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进行投资。最后，劳动力市场方面，旅欧华商在智利取

得的经济成功通过社会网络传回到家乡，激发了家乡人到智利创业、复制其成功道路的动机，而后

者的到来为族裔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二）人口结构
根据智利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19 年底，该国中国移民总数为 15，696 人。然而，官方数据

并不包括已入籍的华人与非正规移民。智利侨界一般认为，智利华侨华人人数约为 3 万，其中来自

广东省鹤山市的占比近半。

在 问 卷 调 查 收 集 到 的 355 份 样 本 中， 年 龄 在 18 岁 以 下 的 有 8 人；18 ～ 30 岁 的 有 90 人；

31 ～ 40 岁的有 146 人；41 ～ 50 岁的有 78 人；50 岁以上的有 33 人（见图 1）。其中，18 ～ 50 岁的

共占总人数的 88.5%。也就是说，智利中国新移民绝大多数属于青壮年劳动人口，处于人生阶段中拓

展事业的黄金时期，这也与其经济移民身份相符。调查中，73.5% 的新移民因就业或创业而选择移民

智利。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移民情况，极少人因留学深造、社会福利、生活环境等原因而移民智利。

性别结构方面，男性移民占总人数的 55.5%，女性占 44.5%，男性略多于女性（见图 1）。产生

这一现象的原因与其移民方式有关，即智利的中国新移民以家庭移民为主，且由男性主导。一般来

说，家庭中男性成员率先抵达智利，站稳脚跟后再接妻子儿女来智，单身男性移民则往往通过返乡

探亲或在当地寻找同族配偶。

图 1　智利中国新移民年龄、性别分布抽样调查统计（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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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发现，单身移民大多是处在就业阶段的青年人，即仍处于打工状态，而已经拥有自己生意

的华商则通常是家庭移民，其中经营规模较大的华商甚至已带动大家族其他成员移民，有不少旁系

亲属及友人同在智利，形成家族移民。在调查对象中，旁系亲属人数超过 20 名的达 11.5%，这表明

在智利侨界已有不少大家族的存在。

（三）来源地分布
历史上，广东一直是智利华侨华人的最大来源地。改革开放后，随着来自其他省市新移民数量

的增加，广东人在智利侨社所占的人口比例逐渐下降。然而，截至目前，广东省“一省独大”的局

面并未完全改变。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广东籍新移民数量居首位，占总人数的 37.8%，其中又以鹤

山籍最多。A需要指出的是，广东籍新移民实际所占比例应该更大，接近总人数的一半。出现这一偏

差的原因与问卷发放形式有关，广东人在新移民群体中受教育程度相对更低，年长者人数较多，因

此参与电子问卷调查意愿较低。继广东人后，浙江籍新移民在人数上位居第二，尤以来自青田为主。

福建籍新移民数量位居第三，大多来自福清（见图 2）。

图 2　智利中国新移民来源地分布图

需要指出的是，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是浙江籍新移民，约占 50%；其次是江

苏籍和福建籍新移民，各占 20% 左右。广东籍华侨华人虽抵达智利时间更早、人数更多，但在

聚居区族裔经济中的参与度却相对较低。广东人大多从事中餐业，主要制作的是面向智利顾客的

本土化中餐，而非面向族裔群体的正宗中餐。［12］因此，其所经营餐馆分布在圣地亚哥各个居民

区，而非集中在以贸易业为主的唐人街。本研究所指贸易业主要涉及批发零售业，即专卖中国制

造商品的百货店和中国商城；同时也包括进出口业，即从华进口和对华出口的进出口公司。B 鉴

于部分受访者同时从事批发零售业与进出口业，且两个行业之间存在直接关联，故在此不做进一

步区分。

A	鹤山是全国著名的侨乡之一，现有海外华侨华人约 49 万人，分布在世界 83 个国家和地区，以亚洲和

南美洲为主，其中，智利是鹤山籍华侨华人定居人数较多、影响力较大的国家之一。

B	根据智利中国新移民及智利本地消费者语言习惯，本文中“百货店”指所售商品均为中国制造，且为

单一商户所经营的店铺，既包括同时售卖各类商品的店铺（如同时售卖厨具、文具、玩具），也包括专卖某一单

一类型商品的店铺（如服装专卖店、窗帘专卖店）。 “中国商城”指专卖中国制造商品的大型购物商场，以及商

品种类繁多、占地面积巨大的大型百货店。购物商场式中国商城一般有三到四层，内部被划分为数十上百家面

积不等的中小店铺，这些中小店铺也属于百货店范畴。大型百货店式中国商城一般有一到两层，内部没有更多

划分，由单一商户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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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与发展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中央火车站与南部汽车站仅相距 1.2 公里，二者共同构成了重要的全国性交

通枢纽。自 19 世纪末以来，火车站一带便成为智利国内移民的主要聚居点之一。与此同时，该地区

也是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智利中小商人来此批发货物销往全国各地。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火车站

一带店铺所销售的商品种类仅局限于家居用品、玩具、衣服及食品。［13］80 年代以后，随着华商的到

来，该区域店铺种类开始增多，火车站一带逐渐形成了由新移民主导的“聚居区族裔经济”。该区域

原先通常被智利华侨华人用“火车站”一词在日常对话中指代，2024 年 6 月“唐人街”牌坊揭牌后，

智利侨界才开始称之为“唐人街”。为行文方便，本文将这一区域的华人经济称为“唐人街聚居区族

裔经济”。

（一）形成背景
由于受到“全球南方”的商机吸引和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鼓舞，自 20 世纪末以来，越来越

多的中国公司和商人开始将目光投向全球移民版图中相对边缘的南方国家。［14］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唐

人街，以向本地消费者批发或零售中国制造商品为主的“新型唐人街”正在“全球南方”悄然崛起，

智利则是其中一例。智利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核心是面向智利本地消费者的贸易业，而非针对

族裔消费市场提供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商品或服务。华人贸易业的蓬勃发展既与中智经贸关系有关，

也与智利本地经济结构和消费市场有关。

首先，在政策层面，2005 年智利成为第一个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双方对一系

列商品的关税进行了减免。2019 年《自贸协定》升级，智利对中国取消纺织服装、家电等产品关税，

双方相互实施零关税的产品达到 98%，中智自贸区成为中国货物贸易开放水平最高的自贸区。［15］《自

贸协定》签订后，两国贸易量飞速上涨。据统计，2004 年两国双边贸易额仅为 54 亿美元，2023 年中

智双边贸易额已达 625.5 亿美元，19 年间增长 11 倍多。［16］

其次，在经济结构层面，智利的主要产业是矿业，约占其 GDP 的 60%，其次是农业，轻工业较

不发达。而“中国制造”在价格、种类和性价比等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Q 家族的案例充分说明了

《自贸协定》的签署对华人贸易业在智利发展的积极影响，也展示了产业分工差异下中国商品在智利

市场的强大竞争力。

案例 1：20 世纪 80 年代，Q 家族在唐人街租下一间店面，主要售卖袜子和内衣。起初，他们从智

利工厂进货来批发和零售。1987 年，Q 家族决定自己开工厂，一方面可以降低袜子成本，另一方面也

可以发展下游批发商。从 1992 年起，Q 家族就保持着一边自己生产，一边从中国进口的方式来保证

袜子的供应。2005 年《自贸协定》签订后，中国袜子的进口关税不复存在，从国内进口比在智利开

工厂生产成本更低。于是，Q 家族在 2007 年选择关闭工厂，采用完全从中国进口的方式经营。［17］

最后，在消费市场层面，虽然智利一度被列为高收入国家，并被视为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样

板”，但其社会内部贫富差较大。据智利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 年智利人的月中位数收入约为 588 美

元。［18］因此，在智利广大中低消费水平群体中，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深受喜爱。X 先生在智利的创

业经历便是例证。

案例 2：X 先生于 2005 年从塞内加尔来到智利。经初步市场调研后，他发现智利鞋价极高，这

与智利人工成本较高有关。因此，他认为制造成本较低的中国鞋在智利会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于是，

X 先生在唐人街租下一间店面，开始售卖从义乌进口的各类鞋子，进货成本一般控制在 20 至 50 元人

民币一双。经济实惠的中国鞋深受智利消费者喜爱，极高的利润率也使 X 先生迅速积累起财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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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X 先生在圣地亚哥共有 6 家鞋店，日均客流量较大，顾客主要是智利人。他说，2014 年以前他

的生意最为红火，因为彼时中国鞋店较少，市场竞争极小。［19］

（二）发展路径
前文提及，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开端源自大批旅欧华商的到来，他们原先在欧洲大多从事

以华人商城为代表的贸易行业。欧洲的华人商城中通常聚集了数百乃至上千华人商家，具有以“中

国制造”为主要货源，以大型批发为主要经济模式，以中国新移民为主要经营者等特点。［20］既有经

济资本又有从业经验的旅欧华商抵达智利后，很快将目光锁定在人流量极大且已有一些华商店铺的

唐人街，他们租下店面开始经营专卖中国制造商品的百货店，这类百货店的投资成本为 200 万 ~300

万元人民币不等。［21］首批来到智利的旅欧华商在贸易业取得的成功迅速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越

来越多的华商来到唐人街就业创业，希望能够复制前人成功案例。在此，可将后来者大致分为以下

三类。

第一类，初到智利，但具有较强经济资本的再移民群体。智利华侨华人中的再移民群体主要有

在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从事过贸易业的浙江人以及江苏人、在委内瑞拉经营过餐馆或超市的恩平人，

以及在阿根廷经营过超市的福清人。他们来到智利后，往往不愿意同“老侨”一样，从事需要高强

度体力劳动的中餐业，而是选择加入投资成本更高、风险更大，但利润也更为可观的贸易业，采取

直接在唐人街开百货店的方式开启在智利的发展之路。

第二类，凭借移民网络，从国内来到智利谋求更高收入的工薪阶层。这类新移民主要来自浙江，

少数来自江苏。他们由于经济资本较少、刚到智利不久、对在智利投资信心不足等原因，通常会选

择先做流动小贩，或是在同乡亲友店内打工，以积攒资金和经验，为后续开店做准备。通过链式创

业的扩张模式，新移民实现了唐人街族裔社区的社会资本再生产。

据调查，浙商小贩的日程可以概括为：傍晚去唐人街同乡店中赊货，次日清晨前往露天集市贩

卖，下午集市结束后归还未卖出货物，并利用上午所得收入来支付卖出货物货款。一般来说，流动

小贩的月收入在 30 万 ~40 万元人民币不等。［22］基于族裔网络的支持，浙商小贩可以在无创业启动

资金、无店铺租金压力、无货物囤积压力的情况下，迅速积累财富，很快完成从小贩到老板的转变，

最终到唐人街开店。

在唐人街从打工到创业的发展路径在江苏籍新移民中较为普遍。目前，这一群体人口规模不大，

且大多与较早抵达智利经商的南通籍侨商 Y 先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案例 3：1995 年，Y 先生开始在罗马尼亚售卖家乡制造的家纺产品，察觉到当地家纺市场趋于

饱和后，于 2000 年决定前往智利发展。随着在智利生意越做越大，Y 先生先后从家乡带出 50 余人到

智利发展。这些人起初是 Y 先生公司的员工，公司内部实行目标激励机制：各网点负责人被分配不

同的销售目标，实际销售额超过目标金额后，超出部分归负责人分配。负责人通常会拿出其中一部

分作为奖金，奖励给下属员工。通过这种方式，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得以调动，也逐渐熟悉智利市场。

一旦员工认为自己已具备“单飞”能力，便可以尝试独立开店。如若资金不足，Y 先生会提供资金参

股，共同创业。通过这种方式，Y 先生带到智利的 50 多名同乡大多名下已有房车资产，不少人还有

公司股份。［23］

第三类，生活在智利，且具有较多文化资本的“老侨”后代和中资企业员工。随着唐人街批发

零售业的日益繁荣，一些在智利受过高等教育的“老侨”后代也开始来到唐人街就业。对“老侨”

后代而言，上大学通常意味着不回到中餐馆继承家业，而是从事医生、律师、白领等社会地位较高

的工作。然而，族裔信息网络使他们了解到，在唐人街的就业薪资、创业前景等都要远强于主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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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市场。于是，他们选择先到唐人街工作，积攒资金与经验为后期创业做准备。不少中资企业的外

派员工也出于同种原因，选择放弃高薪稳定的白领工作，到唐人街“闯一闯”。作为熟练劳动力，这

类新移民可以胜任翻译、财务等知识密集型工作。因此，他们是唐人街就业市场最受欢迎的群体。

案例 4：K 先生于 2016 年被国内一家饰品公司外派到智利开拓市场，后来也曾在其他各类中资

企业工作过，有销售、财务等各类岗位的工作经验。在智利工作生活几年后，K 先生逐渐了解到，唐

人街百货店的经营利润远高于他所工作过的几家知名中资品牌的智利门店。于是，2021 年 K 先生从

中资企业离职，选择到唐人街发展。目前，他在一家百货店做财务工作。K 先生坦言，在百货店工作

只是为了学习了解其经营模式，未来打算和朋友一起在唐人街开一家母婴用品店，目前已联系好国

内品牌厂家。［24］

随着 2005 年《自贸协定》的签署，中智经贸关系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加之两国产业分工的差

异，以及智利中低消费水平群体居多的现实，中国商品在智利迎来了极大的市场机遇。在此基础上，

中国新移民在智利发展出了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一方面，唐人街所在区域本就具有商业街区属

性，且因靠近交通枢纽拥有极大人流，众多华商在此聚集可形成突出的广告效应。另一方面，唐人

街作为一个族裔聚居区，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平台，为新移民在智利的发展提供了各种便利。

周敏认为，聚居区族裔经济成员间存在着一种“受限于族裔性的凝聚力”和“被族裔性所强化的信

任”。［25］在这种社区文化氛围下，聚居区族裔经济既为族裔成员提供了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也使其

受到了族裔社会网络的制约。［26］具体而言，在亲戚、同乡、同胞等多重身份认同同时存在的情况

下，先创业移民自然而然地为后创业移民提供了参考模版，为后来者降低了试错成本。移民创业者

即便初始资源有限，仍能通过族裔网络获取关键支持，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如物质资源方面的非

正式融资、非物质资源方面的商业信息共享。［27］然而，族裔成员一旦违背了社区共同体的行为规范

和价值标准，则将会面临来自共同体的制裁，甚至被踢出其中。故此，在族裔网络的支持与制衡下，

智利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得以不断发展。

三、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规模与特征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新移民开始在唐人街开设店铺以来，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唐人街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华商数量不断增加，商业类型走向多元，社区结构逐渐完善。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

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已无法被移居国社会忽视，其影响力也逐渐超出唐人街这一族裔聚居区本身。

（一）经济规模
华商原先只集中在唐人街的两条街道，其经营店铺总商业面积约 5 万平方米。［28］据统计， 2008

年智利全国仅有 500 家华人商贸公司。［29］然而，近十几年来，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迅速发展、生

机勃勃。目前，唐人街所指范围已包含 5 条街道，商业面积达到 40 万平方米，在这里聚集着 1000 多

家商贸公司，其中 800 多家由华商经营。［30］在这 800 多家华人商贸公司中，又有 400 余家为浙江青

田籍新移民经营。［31］

起初，新移民华商只是在唐人街沿街店铺或是商场内租店面经营。后来，随着唐人街内华商数

量的增加，部分实力雄厚又具有投资眼光的华商开始尝试承租或购买唐人街内的整栋建筑，打造专

卖中国制造小商品的百货商场。由于销售商品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制造”，智利人将这类百货商场称

为“Mall Chino”，意为“中国商城”。“中国商城”这一专有名词的诞生，意味着中国商品开始走进

广大智利消费者的日常生活。需要说明的是，唐人街内中国商城的开发商并非全是中国移民，但由

于其租户大多为中国移民，售卖商品均为中国制造，故被统称为中国商城。现将唐人街内中国商城

有关情况统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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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 年唐人街中国商城统计 

名称 开发商 开业年份 商户

Mall Plaza Lila 印度籍 2007 中国籍、智利籍、秘鲁籍

金龙城 印度籍 / 多为中国籍

中国城 中国浙江籍 / 中国籍、秘鲁籍

青田城 中国浙江籍 2010 均为中国浙江籍

浙江商城 中国浙江籍 2010 多为中国浙江籍

亚太商城 中国安徽籍 2017 多为中国籍

浙商中心 中国浙江籍 2017 多为中国浙江籍

太阳城 / / 中国籍、智利籍

你好商城 中国江苏籍 2021 多为中国籍

　　资料来源：2022 年圣地亚哥田野调查所获资料。

在唐人街内，只有小部分生意规模大至拥有进出口公司的华商会从中国直接整柜进货，然后批

发给下游其他华商及智利本土商户。这类华商大多来自浙江青田，很大程度上集中在青田城。据青

田城开发商 L 先生介绍，青田城是智利第二家由中国人开发的中国商城，也是第一家以批发为主的

中国商城，租户均来自浙江，主要来自青田，全都直接从中国工厂进货。大部分唐人街华商通常从

浙商经营的进出口公司进货做二手批发或零售，或一边做二手批发，一边与其他商家一起拼柜从国

内进货，以降低风险成本。基于供应链优势，浙商在聚居区族裔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可从其他在唐

人街新移民华商的叙述中窥见一斑。

“委内瑞拉的华人基本都是恩平人，我们在委内瑞拉都是说恩平话。普通话都是来智利才学会

的，因为我们开百货店要和浙江人打交道，找他们拿货。”［32］

随着唐人街内百货店数量趋于饱和，越来越多的华商将店铺开至唐人街外，乃至圣地亚哥大区

外。据悉，如今在智利人口超过两万的城镇，至少有一家华商经营的占地 500 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百

货店，因其规模庞大，也会被智利人称为中国商城。［33］这些地方的中国商城大多从唐人街批发进

货，主要顾客为当地居民。截至 2024 年 3 月，智利全境共有 181 家中国商城，其中 75 家位于首都

大区。［34］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外溢程度还可以从另外一组数据得到体现。根据青田县 2022 年侨情调查

报告，旅智青田籍侨胞数量从 2014 年的 183 人激增至 2022 年的 2798 人，智利成为亚非拉国家中青

田人数量最多、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35］与此同时，青田籍华商在智利注册登记的商贸公司数量在

2021 年已超过 1600 家。［36］

从零散沿街店铺到大型中国商城，从唐人街到智利全境，对唐人街经济规模变迁的调查印证了

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即外来移民族群地理上的聚居并非被动隔离的结果，而是一

种主动选择的经济策略。华商出于前文提及的商业环境因素主动选择聚集在唐人街，从而为中国商

品打造了规模效应，而认识到中国商品在智利的市场机遇后，华商选择将百货店开至智利各中小城

市。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影响力已不局限于唐人街空间范围，而是辐射至智利全境。

（二）经济特征
李明欢在对欧洲华人商城的研究中，将其分为三类，即露天大市场型、街区集中经营型、近郊

商贸中心型。［37］智利唐人街的贸易业则融合了后两种类型，即先有华人百货店在唐人街街区集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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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后有中国及其他外来族裔移民开发商在此打造中国商城式商贸中心，吸引更多中小华商入驻。

无论是百货店还是中国商城，都与欧洲华人商城一样，具有小铺位、大仓储、大客流、高集中、高

销量、高利润等特点。事实上，智利唐人街贸易业源于旅欧华商对欧洲华人商城经济模式的复制与

本地化，再移民智利也是欧债危机发生后旅欧华商的重要出路选择。据受访浙商介绍，由于智利的

人均消费水平要远低于欧洲，款式多样、物美价廉的中国小商品在智利的受欢迎程度更高，另外，

智利的华商数量远少于欧洲国家。［38］加之受访人未提及的贸易壁垒因素，即智利对中国货物的贸易

开放度远高于欧洲国家。可以说，相较于欧洲国家的华人商城，智利唐人街贸易业所拥有的消费市

场更大，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小，资本积累更快。

需要强调的是，贸易业虽是智利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起点与核心，但绝非全部，单一商业

类型不足以构成聚居区族裔经济。周敏对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发展的贡献之一，便是提出了“二元

性经济结构”这一分析性概念。她指出，在聚居区族裔经济内既有受族裔社区保护的行业，也有外

向型行业，两者各自都有内在经营规则。受保护型行业主要依赖唐人街自己的族裔资本、劳工和消

费市场，受主流经济影响较小。外向型行业则为主流经济服务，并受制于主流经济，对主流经济的

兴衰和市场波动非常敏感。［39］后来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提出“依存—发展”的双重行业结构来解释

墨西哥的华人移民经济形态的形成和结构。［40］无一例外，这些研究都强调了面向族裔群体内部行业

的重要性，这些行业为族裔群体成员提供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品和服务，而这些需求在族裔聚居区

外的市场难以得到满足。因此，往往是这些行业推动了族裔聚居区的诞生，先有了受族裔消费市场

保护、受主流经济影响较小的行业，确保资本在聚居区族裔经济内稳定地循环周转，才有了聚居区

族裔经济向外发展、参与主流经济竞争的可能。

然而，智利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二元性经济结构则是以外向型的贸易业为主导，并在面向

智利消费者的主流经济竞争中凭借种类繁多、物美价廉的绝对优势脱颖而出，才推动了族裔聚居区

的诞生。也正是随着族裔社区的不断扩大，新移民群体的不断增加，使得围绕群体生活、工作、交

往等方面需求增多，才开始推动面向族裔消费市场的相关行业发展，社区结构进而不断完善。

最初，唐人街只有中国百货店，以及个别中餐馆和中国超市。随着贸易业的发展壮大，催生了

唐人街对华人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房产中介、中文学校等提供族裔特色服务的内向型行业的

需求。与贸易业对从业者的核心要求是经济资本与经商经验不同，上述内向型行业对从业者的文化

素质要求更高。因此，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蓬勃发展对中资企业员工和“老侨”后代的吸引力

不仅限于贸易业，还有面向族裔消费市场的新兴行业，他们的加入使得唐人街族裔社区的文化资本

得到极大提升。

案例 5：J 女士于 2006 年被一家中国公司外派到智利负责南美市场。外派期间的租房经历使她意

识到智利房地产行业良好的发展空间。起初，她尝试购买一些房产，然后出租给同事及其他中资公

司白领。在房租收入逐渐赶超工资收入后，J 女士于 2015 年选择从公司辞职创业，开设房产中介公

司。基于先前的经验，J 女士将公司开在中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圣地亚哥富人区，主要客户是新移民中

的白领、富人阶层，业务类型多为公寓、别墅买卖租赁。一次偶然的机会，J 女士收到了一位华人房

地产商的合作邀请，帮助其销售一栋位于唐人街的公寓楼。公寓楼一经落成，便有大量唐人街华商

前来购买，很快售罄。这使 J 女士认识到唐人街华商巨大的购买力，遂决定将公司从富人区搬至唐

人街。以往唐人街华商出租购买店铺、住宅都需要向智利律师咨询，然而由于语言不通、文化思维

差异，结果通常很难使华商满意。而 J 女士可以充分利用既懂西班牙语、了解智利法律和智利房产市

场，又理解华人客户独特需求的优势，在为华人客户提供中介服务时做足被本地律师和房产中介忽

视的产权调研、风险分析等各项工作。因此，J 女士的公司很快在唐人街有了名气，客源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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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强调内向型行业的重要性，强调族裔消费市场的保护功能，那些独立

于主流经济体系之外的部分，使聚居区族裔经济具备了内生增长潜力，保障了其稳定性。然而，不

同于既往研究案例，从中国到智利的南南移民所打造的聚居区族裔经济，并非以面向族裔消费市场

为主，也不以内向型行业为起点，而是以外向型经济为导向，积极参与主流经济竞争，并取得极大

成功。唐人街外向型经济活动的成功带来了族裔人口的扩张，进而带动了各种各样的族裔特色服务

需求，针对社区内族裔消费市场的内向型行业方才出现。随着社区结构的不断完善，唐人街经济逐

渐从一般性的族裔经济转变为具有特殊性的聚居区族裔经济。

上述观察结论并非对聚居区族裔经济保护功能的全盘否定。事实上，这种二元性经济结构分析

也印证了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即聚居区族裔经济可以为移民族群提供各种机会、

带来社会和经济利益。只不过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之所以能为智利中国新移民提供发展机会，不

仅是因为新移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社区资源，更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智经贸合作的加强，

即中国制造商品在智利的市场机遇给予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繁荣发展的可能。传统聚居区族裔经

济理论倾向于在族裔聚居区内部寻找解释因子，认为聚居区内在的组织系统、社区结构以及社会关

系网络构成了聚居区族裔经济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41］然而，本文案例解构了内向型行业

催生、主导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理论预设，强调了外部结构的重要性。现在，不只是智利，随着中国

商品走向世界，中国新移民在越来越多的南方国家构建了基于中国商品的聚居区族裔经济。在全球

化浪潮下，将外部结构纳入分析框架或可成为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发展的新思路。

四、智利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本地贡献

自波特斯、周敏等学者提出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以来，学界最为关心的议题是其对移民融入主

流社会的影响。比如，周敏认为，纽约唐人街及其聚居区族裔经济为华人新移民融入美国主流社会

提供了一条可行且有效的途径。［42］而陈肖英对于南非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则显示，聚居区族裔经济满

足了移民在迁入国的生活、工作等基本需求，形成能够解决各种问题的族裔网络后，反而可能会使

移民缺乏融入主流社会的动力。［43］相较之下，聚居区族裔经济对移居国社会的影响则较少被研究。

在智利中国新移民案例中，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对社区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

影响也惠及移居国社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吸纳边缘劳动力
既有研究指出，外来移民进入移居国劳动力市场时，可能由于缺乏经验和技能、教育程度较低、

社会歧视等问题成为移居国社会的边缘劳动力，他们的聚居区族裔经济则提供了主流经济之外的就

业机会。与之不同的是，智利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不仅能吸收本族裔劳动力，由于受外向型贸易

业主导，它与主流经济密切相连，因此还具备吸纳移居国社会其他边缘劳动力的功能。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智利逐渐从移民输出国转变为移民输入国。2010 — 2015 年，智利是外

来移民增长最快的拉美国家，年增长率为 4.9%。［44］智利的外来移民主要来自周边拉美国家，唐人街

的劳动力市场则因为以下两方面原因，为这些拉美移民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

了当地政府的移民治理压力。

一方面，中国新移民加入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方式可大致分为两种：一是直接投资创业，

二是先打工或做小贩后创业。无论哪种类型，其终极目标是创业做老板。唐人街内部的族裔资源使

得这一资本与经验的积累过程相对较短，目标完成度较高。因此，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劳动力

市场并非完全依赖于同族雇员，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界。

另一方面，除较晚加入的中资企业员工和“老侨”后代外，在唐人街就业创业的新移民大多文

化资本有限，不懂西班牙语。为方便与本地顾客沟通，百货店店主会根据自身规模和经营情况雇佣

1 ～ 5 名母语为西语的员工，负责接待顾客、搬运货物等工作。这些西语劳工大多来自秘鲁、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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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拉等其他拉美国家，而非智利本国居民。这是因为智利在拉美国家中就业率与薪资水平相对较高，

比起其他拉美国家移民，智利人到唐人街就业的意愿相对较低。而对唐人街店主而言，比起智利本

国居民，在主流就业市场机会更少的拉美外来移民对薪资要求较低，且往往更吃苦耐劳。

（二）改善社区治安
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繁荣发展为社区公共产品的投入提供了资金来源。对智利唐人街而言，最重

要的公共产品当属“唐人街安保队”。不同于一般族裔社区公共产品，“唐人街安保队”的受益者不局

限于本族裔成员，还惠及移居国社会各方。

长期以来，唐人街所在的圣地亚哥火车站一带治安情况较为糟糕，这也是新移民在唐人街经商

的最大风险所在，被偷窃抢劫的情况时有发生。近年来，随着智利总体治安情况的下滑，经济条件

较为富裕、店内现金普遍较多的华商更是成为不法分子的针对目标。2019 年，“唐人街”项目组与圣

地亚哥市政府发展委员会签署了关于唐人街中国侨民安全自主管理授权与合作协议，“唐人街安保队”

由此成立。唐人街社区的侨胞安保，完全可以根据治安实况，由“唐人街”项目组合法地自配安保

人员，自筹费用，自主管理。需要强调的是，“唐人街安保队”的管理经费虽全部来自华侨华人捐款，

但其服务对象并不局限于华商店铺，其巡逻范围覆盖了整个唐人街社区，为来自不同国家与文化背

景的商户和消费者都提供了安全保障。

（三）重建社区结构
唐人街社区在华商大规模入驻以前，只是一个纯粹的商区，居民极少、治安极差，是一个傍晚

店铺打烊后鲜少有人踏足的街区。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华商到来，商区逐渐转变为社区，生活配

套设施逐渐完善，公寓住宅高楼林立、华人超市数量激增、中文学校开始出现。2015 年，智利侨团

开始策划“唐人街”项目。该项目与圣地亚哥市政府合作，主要内容有：在唐人街社区安装中西双

语路牌、加宽街道两旁人行道、更换照明设施、建造唐人街牌坊。总投资约 950 万元人民币，主要

由唐人街华商出资。［45］

目前，唐人街项目虽未竣工，但整个社区的经商环境相较华商大规模到来之前得到了明显提升。

唐人街内的荒地、废弃仓库逐渐转变为具有较高价值的商业用地，社区面貌也得到了明显改善。据

估算，唐人街年客流量可达 1900 万人次，圣诞节期间日均客流量可达 15 万人次，唐人街现已成为智

利最大的商业中心。可以说，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优化了社区资源，也促进了族裔

资本的再生产。

作为中国与智利之间特殊的民间纽带，新移民不仅将越来越越多的中国商品经由唐人街带给智

利消费者，也在通过唐人街向更广大的智利民众展示着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智利唐人街族裔经济

聚居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繁荣发展不仅为本族裔成员带来了经济利益，还为移居国社会提供了大

量就业岗位，改善了社区治安，重建了社区结构。与此同时，对于族裔社区的治理，唐人街不仅得

到了本族裔成员的经济支持，还得到了本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在“唐人街”牌坊揭幕式上，圣地亚

哥时任市长哈斯勒等智方代表高度评价旅智华侨华人的贡献，表示唐人街将使所在社区各族裔群体

共同获益，希望同侨界加强合作，做好唐人街及周边区域规划建设。［46］可以说，唐人街聚居区族裔

经济提供了一个外来移民与本地政府合作开展移民社区治理的成功典范。

五、结语

传统聚居区族裔经济模式表现为族裔社区同族企业的高度集中，这些企业通过自给自足的社会

网络结构实现内生性发展，但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与劳动力市场分层的加剧正在重构这一范式。［47］不

同于以往聚焦于发达国家的实证案例，智利中国新移民所创建的聚居区族裔经济是一种非传统聚居

区族裔经济，不以服务本族裔群体为主要功能，也不以扎根当地社会为终极目的。智利唐人街聚居

区族裔经济是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中智经贸关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以外向型贸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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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的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是促进中智民间贸易的重要力量，也是中智贸易的集散中心，还

是中国商品在拉美地区营销的重要节点。在唐人街巨大的人流量与广告效应下，一些“制造型”和

“出口型”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唐人街设置办事处或展厅。可以预见，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有将更多

“中国制造”带入智利市场的潜力。与此同时，那些原本旨在面向族裔消费市场的内向型行业也逐渐

受到外界关注，未进行本地化的正宗中餐馆、中国超市、中国果蔬店都迎来了越多越多的智利消费

者。在“唐人街”项目的推动下，唐人街已不再是单纯的新移民华商就业创业平台，或智利消费者

购买中国小商品的商业中心，它已成为华商与各族裔商人共同发展的机会之地，也成为智利民众了

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唐人街聚居区族裔经济的主导者新移民华商是典型的机会驱动型移民，且“流动性”特征明显。

智利中国新移民的跨国资源调度能力远超老移民，他们手握全球商业离散网络资源，智利未必是他

们移民之旅的第一站，也未必是最后一站。他们中不少人因受欧债危机、委内瑞拉经济危机、阿根

廷经济衰退等经济因素影响，从其他国家辗转来到智利。近年来，中拉经贸关系稳步推进，中国稳

居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除智利外，中国也是巴西、秘鲁等拉美重要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商品在其他拉美国家同样迎来机遇。据了解，智利批发零售业华商店铺数量现

已趋于饱和，自 2022 年起部分华商已开始将生意重心转向秘鲁、墨西哥等国，试图在这些人口更多、

消费市场更大的拉美国家复制其在智利唐人街的成功经验。

在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亦存在全球化发展程度不同、产业分工存在差异的背景下，智利唐人街的

案例显示，中国新移民有潜力发展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新形态聚居区族裔经济，这为传统的聚居区

族裔经济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视角。然而，这种由外向型经济主导、流动性明显的特征是否普遍

存在于其他南方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经济之中，仍需与更多案例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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